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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
委”）上月发布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自
2023年 2月成立至去年底的业务开展情
况。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

纠纷的仲裁机构，仲裁委积极推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设立的体育仲裁制度
落地实施——中国“体育法官”的履职，正
在为体育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中国““体育法官体育法官””履职履职

体育仲裁首次引发大规模“破
圈”关注，当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
理孙杨案件一事。孙杨最终被判未
能遵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被
禁赛4年3个月，引发轰动。专家普
遍认为，事件折射出中国体育界对
国际规则和仲裁事务了解不足的现
实，也反映了中国体育仲裁加强国
际交流的必要性。

“一些案件暴露出了国内缺乏
专门体育仲裁机制的被动性。”袁钢
说，我国运动员及其团队在处理国
际体育纠纷时因对体育仲裁认知不
足、缺乏经验造成了诸多问题，建立

并完善国内仲裁体系，某种程度上
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国际体育法律思
维与规则意识。

不少专家还提出，一些外籍运动
员或教练与国内俱乐部或协会的纠
纷，若国内未设体育仲裁机构，外方
多数会移交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这意
味着我们在相关争议中丧失仲裁的

“管辖权”。建立并完善的国内体育仲
裁体系，就是手握仲裁“管辖权”。

巴黎奥运会特别仲裁庭 12 位
仲裁员中，亚洲代表仅有卢松一位；
另设的反兴奋剂仲裁庭中，清一色
都是欧美面孔。卢松表示，当下国内
体育仲裁人才力量依旧不足，需要
继续学习和对接国际规则，不断培
养壮大仲裁员队伍。

“要和国际接轨，包括仲裁机构
管理、仲裁员选聘、仲裁规则细化等。”
韩向飞说，等发展更为成熟、积累更多

经验之后，仲裁委“或许能为中国
举办的国际赛事提供仲裁服务”。

在卢松看来，这是中国体育仲
裁大有可为的领域。“未来，我们希
望为国际体育纠纷的解决贡献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赵
健还建议扩大体育仲裁范围，他表
示，体育争议具有复合性，往往同时
涉及商事、劳动、体育等多个领域，不
可能同一个争议分为几部分由不同
机构受理。“建议凡是与体育有关的
纠纷，当事人之间签订有仲裁协议
的，仲裁委均可受理。” （仕楠）

手握仲裁“管辖权”

仲裁委公开的数据显示，不少
体育仲裁案件呈现出类似“民告官”
式的特征。

《2024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年
报》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公民个人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有
55例，而作为被申请人仅3例；对比
之下，法人（如俱乐部）作为被申请
人的有47例，体育社会组织则有24
例。综合来看，涉及体育纠纷时，个
体作为仲裁申请人的数量较多，各
类组织机构则往往处于被申请人地
位。不对等的地位和话语权，引发了
个体通过仲裁维权的需求。

类似“民告官”案例存在两个明
显特点。一是合同、转会纠纷多；二

是运动员很多都是未成年或学生，
法律意识薄弱，往往导致维权困难。

此前，某未成年运动员因青训
合同纠纷陷入职业困境。俱乐部与
其父母签订协议时，设置了一系列
包括高额解约金在内的、只有俱乐
部可以单方解除的条款；后因家庭
与俱乐部矛盾，运动员面临无法转
会且被禁止注册参赛的难题。

此案若严格按合同条款裁决，
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但直
接解除合同又缺乏法律依据。最终，

仲裁委促成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
议，运动员得以重返赛场。对这样的
裁决结果，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袁钢表示：

“未来体育仲裁规则修订应更多考
虑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民告官”多，不意味着仲裁委
“拉偏架”。实践当中，需要兼顾各方
合法权益。某大学生运动员转会后
被原属俱乐部和新俱乐部双重注
册，引发“一女二嫁”争议，被禁止参
加某项全国性赛事。仲裁委在尊重

运动员意见的同时，充分考量了俱
乐部的利益，最终实现了相对平衡
的裁决结果。

“一方面，运动员享有注册与交
流的权利；另一方面，俱乐部长期培
养运动员成本高，如果运动员成才
后就被挖走，对培养运动员的俱乐
部的利益损害也很大。”中国体育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赵健说，体育仲裁
的作用，就是依照法律法规保护各
方权利、合理解决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领域纠纷
最为多发。《年报》显示，足球领域纠
纷占2023-2024年仲裁委受理案件
总数的86.5%。“足球领域案件范围
广、爆点多、串案多。”赵健总结道。

案件多为“民告官”

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首次写入设立体育仲裁机构
的条款。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育仲裁”
专章，明确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
建体育仲裁机构。法律的完善，是仲
裁委成立的重要前提。

“过去的体育纠纷，往往依赖协
会内部解决，缺乏完善的救济渠
道。”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
韩向飞坦言，在制度空窗期，四类纠
纷尤为棘手：协会处罚争议、运动员
欠薪纠纷、注册资格纠纷、兴奋剂违
规问题等。专业性强、规则特殊的体
育纠纷，常因法律程序缺位陷入“三
不管”境地。

“假如协会给运动员开罚单，是
很难进入司法程序的，这意味着协
会处理已经是终局了。”韩向飞说，

“又比如欠薪纠纷，运动员的工作合
同与普通劳动合同不同，劳动仲裁
机构不愿受理，法院又不一定接，往
往求诉无门。”

因此，兼顾专业、公平和效率的
仲裁制度，完善了体育纠纷的救济

渠道，弥补了争议解决的机制空白。
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生涯较短、赛事
不等人等特殊性，体育仲裁时限为
常规3个月、（大赛时）特别程序24
小时，相较司法程序更加高效便捷，
最大程度保护各方利益。

截至去年底，仲裁委累计接收
仲裁申请173起，立案审理82件，案
件覆盖足球、冰球等六类运动项目。
此外，仲裁委还在推动体育社会组
织与仲裁制度的衔接，目前已有中
国足球协会等4家全国性协会将体
育仲裁机制纳入章程，49家项目中
心、单项体育协会完成管理规则修
订或赛事条款增补。

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卢松说：“过去解决体育纠纷主要
靠三个渠道，即体育协会内部的争
议解决机制、法院和劳动仲裁。体
育仲裁委成立后，相当程度上接替
了法院的工作。”作为独立第三方、

“赛场外的裁判员”，仲裁委既为运
动员提供权益救济渠道，亦促使体
育组织完善内部规则，助力行业治
理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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